
 

您当前位置：首页 > 国研视点 > 专家视点 > 正文 

李佐军：新阶段改革对象为“过渡型扭曲体制” 

2013-5-7

    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变为中速增长阶段；改革的结构背景由工业化前期变为工业化中后期；改革面临的国际环

境由相对简单变得日趋复杂。 

    改革对象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过渡型扭曲体制” 

    过去的改革对象主要为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同时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计划经

济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多种分配形式已基本

形成；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取得进展，农民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等。 

    新阶段的改革对象已主要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过渡型扭曲体制”，具体表现为：“特权或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权力搅入买卖”）、

“垄断市场经济体制”（垄断行业强大）、“优惠市场经济体制”（优惠政策广泛影响市场的公正性）、“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城乡户籍、

土地、福利制度不统一）、“泛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医疗、宗教等公共品过度市场化）、“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电力、水、石油、天然

气等主要能源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等。 

    从政府角色来看，新阶段的改革对象也可以概括为“政府威权市场经济体制” 或“超级市场经济体制”或“国家资本主义”。其特点是经济

已市场化但政治与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资源，政府直接进入市场甚至操控市场，“政府企业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主要

目标。 

    “过渡型扭曲体制”与“政府威权市场经济体制”互为因果，这种体制由于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特别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将未来

的资源提前使用，能带来明显的短期经济高速增长效果，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系列扭曲现象。因此

成为比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象更复杂、更艰难的新改革对象。 

    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变为中速增长阶段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进行的。1978-2012年，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多见。 

    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二是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内短缺要素，提供了巨大的国外市场；三是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了结构优化生产率；四是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带来了经济增长；五是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增加促进了

经济增长；六是宽松货币财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成本也刺激了经济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反映了改革的成果，为改革提供了正面激励；另一方面，可以从高速增长成

果中拿出较多的部分补偿改革受损者，减少改革的阻力。 

    新阶段的改革就不如过去那么幸运了，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已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已降到7.8%，这

可能不是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而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据预测，目前至2020年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只能维持6-8%的水平，与过去三十多

年相比，明显下了一个大的台阶。 

    经济增速之所以下台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动力不如以前了，出口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等调整消费模式

影响下降了，大规模粗放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了，风险增加了，消费则受制于收入分配改革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二是“人口红利”减少了，

“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了，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了，“高成本时代”到来了；三是利用宽松货币财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压低

福利保障成本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风险则越来越大了。 

    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改革的腾挪空间缩小了，受到的限制加大了。一方面，改革本身能带来的直接经济增长效果不如以前明显了，改革

的激励减少了；另一方面，改革更多地表现为“分蛋糕”，对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带来直接损失，会遇到更多的改革阻碍。 

    改革的结构背景由工业化前期变为工业化中后期 

    改革离不开历史背景，总是在某个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中进行。在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改革面临的环境不同。反过来，改革也深刻影响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初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逐步推进，改革也明显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

国后至改革开放初，虽然通过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已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那是一个违反工业

化一般规律而建立起来的“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扭曲工业体系，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难以为继，轻工业严重短缺，农业更是受

到严重损害，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农村的乡镇企业擎起了发展轻工业的大旗。改革释放出巨大生产率，使工业化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到轻工

业和重工业交融发展的中期阶段，并进一步于新世纪在沿海和中部部分地区进入到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同时，1978年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初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化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

现代化的带动下，悄然快速向前推进，直至2012年达到52.6%的城市化水平。 



    新阶段的改革面临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总体来看，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中后期阶段的

重要特征是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根据笔者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又可分为上半阶

段和下半阶段，其中上半阶段属于重化工业量的扩张阶段，下半阶段属于重化工业质的提高阶段。目前，我国重化工业阶段正处于上半阶段向下半

阶段转折的阶段。 

    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加速阶段又可分为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快速外延扩张阶段）和城市

化加速阶段下半阶段（质量提高阶段）。若不考虑城市化的水分，依据2012年52.6%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

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 

    在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阶段，改革的对象、内容、重点和路径都有所变化。如在重化工业阶段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下半阶段，促进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消除城镇化深层障碍方面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由相对简单变得日趋复杂 

    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相伴进行的，国际环境的好坏显著地影响改革的成效。 

    总体说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国际环境是比较好的。中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启动改革的，在启动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非常欢

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因此，对外开放才取得了如下显著成效：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9727.6亿美元；外汇储备从

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万亿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到2012年的1117亿美元等。 

    过去，之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持欢迎态度，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前比较贫穷落后的状况走过来，不构成

对其他国家的明显威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对各国都有好处，能实现共赢目的。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后，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

和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警惕。于是，近年来出现了以下情况：美国实行战略东移；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愈演愈烈；针对中

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中国的国际投资屡屡受阻；中国被要求承担越来越重的碳减排等国际责任。 

    因此，今后的改革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改革必须站在全球视角，综合考虑国内国际因素，平衡国内和国际矛盾，承担越来越重的国际责

任和压力。 

    与此同时，改革面临的技术环境也与以往不一样，从没有互联网到有了移动互联网，今后还将有更发达的信息技术出现。改革处于越来越公开

的信息环境中，改革的动力和压力都加大。还有，改革的资源环境约束也与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改革可以较少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今后的改革则

必须适应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更多地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 

作者：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3年05月07日  

【关闭窗口】 

 

  我要评论 已有0条评论 

 
 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25号 邮编：100010 网站备案号：ICP备12035235号


